
基本法律概念的构建与诠释

———以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为重心

刘　　杨

摘　要：基本法律概念可以经验发现，但需逻辑证成。在中国法学话语体系

中，基本法律概念应确定并表述为：权利、义务、无权利、无义务，权力、责任、

无权力、无责任；基本法律概念间的关系应明确为：外部否定关系、相关关系、分

组关系。基本法律概念的形式化推导，可通过霍菲尔德理论与逻辑方法的融合实

现；基本法律概念的实质性构建，需弥补霍菲尔德理论的缺陷，将基本法律概念根

植于一定的法律观之上。鉴于法律观与特定类型法律规范的互释性，作为权利组和

权力组概念载体的法律规范，可归类为具有法律观意义的两类规则。权利客体理论

特别是其中权利可以成为权利客体的现象，为阐释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权利与权力具有结构上的嵌套关系、属性上的矛盾关系、功能上的目的手段关系、

数量上的等值关系、逻辑上的互为优先关系。作为基本法律概念的中枢，权利—权

力的双重构造不仅给权利类型理论、权利概念理论带来启发，也诠释了现代法理学

关于法概念、法体系或法秩序的二阶构造的学说，其实践论根据在于它是所有治理

共享的微观机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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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６３２）。

作为两个重要的基本法律概念，权利和权力①通常被解读为私权利和公权力，

这种约定俗成的区分可以满足一般理论话语的需要，却无助于从内容上把握权利与
权力的区别，遮蔽了权利—权力关系可能蕴含的深刻法理意义。法学中一系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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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当代中国权利立法研究”
（１５ＪＪＤ８２０００４）研究成果。感谢外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权利概念有狭义、广义之分，本文一般指其狭义，在可能引起歧义的地方，采用 “（广
义）权利”方式表达；权力在本文所引译文中有时也表达为 “权能”、 “授权”，是对

ｐｏｗｅｒ、Ｋｏｍｐｅｔｅｎｚ的不同译法。



性难点疑点问题的解决，均系于一种科学、合理的基本法律概念理论，及以此为基
础的权利与权力关系原理。在当代中国法学话语体系中，权利与义务作为法哲学的
中心范畴得到了深入研究，而权利与权力关系的探讨尚有不及，基本法律概念理论
亦未得到系统构建。纵观中外法学理论，关于基本法律概念的探讨主要集中于霍菲
尔德的相关理论。尽管霍氏理论形成于英美法系国家，但对其他法系的法律实践和
理论同样有借鉴意义，这是 “由于将各种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都归结为权利—义务
的概念这种推定，在各国法学中相当普遍，因此霍菲尔德的学说有助于人们认识到
这种推定的缺点”。①本文以检讨霍菲尔德理论的不足为起点，尝试对基本法律概念
理论进行逻辑重构和理论诠释，并在法律观理论基础上阐发权利与权力关系原理。

一、基本法律概念的霍菲尔德版本：检讨与重述

基本法律概念的分析，发轫于近代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而霍菲尔德的权利
分析一直被视为经典之作。但以哈特为代表的现代英美分析法学主流，对霍菲尔德
的成果缺少重视。霍菲尔德理论中的逻辑主义和概念主义因素，②几乎是在没有充分
展开的情况下即被分析法学主流传统所忽略。我国法学界自沈宗灵首次译介霍菲尔
德理论以来，主要致力于对这一理论的描摹、介评、解释和运用。在法治中国建设
实践和理论创新中，借鉴霍菲尔德的思想和方法，系统阐发基本法律概念理论，不
仅有必要，而且有潜力。

（一）霍菲尔德理论要旨及其缺陷

霍菲尔德认为，把一切法律关系皆化约为 （广义）权利和义务，是 “清晰理解、

透彻表述以及正确解决法律问题的最大障碍之一”，为避免使用 “变色龙般的词语”

带来的危害，霍氏将 （广义）权利和义务概念各自一分为四，形成八个基本法律概
念：（广义）权利细分为权利、特权、权力、豁免；（广义）义务细分为义务、无权
利、责任、无权力。这八个基本法律概念被喻为 “法律的最小公分母”。③对 （广义）

权利的四个细分概念，霍菲尔德给出了语词定义：“权利是某人针对他人的强制性请
求，特权则是某人免受他人的权利或请求权约束之自由。同理，权力是对他人对特
定法律关系的强制性 ‘支配＇，则豁免当然是在特定法律关系中，某人免受他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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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１９页。
“霍菲尔德著作的价值或许尤为体现出一种概念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有限调和。”参见罗
杰·科特瑞尔：《法理学的政治分析———法律哲学批判导论》，张笑宇译，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８４—８５、８７—８８页。
参见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张书友编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２６、７６页。



权力或 ‘支配＇约束的自由。”①但霍菲尔德并没有给出 （广义）义务的四个细分概念
的定义，而是转向运用逻辑的方法，从基本概念的逻辑关系的角度去解释这些概念。

逻辑方法着眼于概念 （命题）之间的必然性关系，有助于克服语言学方法的局限，

使基本法律概念理论从偶然的经验总结，总结升华为必然的逻辑推导。但由于在霍
菲尔德所处时代，包括道义逻辑在内的现代逻辑还没有发展起来，②霍菲尔德理论的
逻辑化努力无法做到彻底。

按照霍菲尔德理论，八个基本法律概念间的关系有三种类型：相反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ｓ）

关系、相关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关系、矛盾关系，③如表１所示。

表１　霍氏基本法律概念关系④

相关关系 相反关系 矛盾关系

权利ｒｉｇｈｔ 义务ｄｕｔｙ 权利ｒｉｇｈｔ 无权利ｎｏ－ｒｉｇｈｔ 权利ｒｉｇｈｔ
特权 （自由）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特权 （自由）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无权利

ｎｏ－ｒｉｇｈｔ
特权 （自由）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义务ｄｕｔｙ 义务ｄｕｔｙ 无权利ｎｏ－ｒｉｇｈｔ

权力ｐｏｗｅｒ 责任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权力ｐｏｗｅｒ 无权力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权力ｐｏｗｅｒ 豁免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豁免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无权力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豁免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责任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责任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无权力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其中，相关关系是指两个基本法律概念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经验上都相互依存，

有一者就必有另一者。如表１所示，四种相关关系都属于具有实证意义的法律关系，

表达了法律关系的最简单而基本的形态，学者们称之为法律关系的元形式。⑤相反关
系是指两个基本法律概念在语义或逻辑上相互否定，互为反义词。四种相反关系都
属于具有逻辑推导和解释说明意义的关系。矛盾关系则可借助前两种关系得到界定：

跟同一个概念具有相关关系和相反关系的两个概念之间是矛盾关系。

霍氏理论的主旨，是通过基本法律概念间的关系来说明概念细分的理由和根
据。但霍菲尔德并没有对基本法律概念间的关系的具体所指或性质作任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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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第７０页。
霍菲尔德关于基本法律概念的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１９１３年和１９１７年，而道义逻辑一般
以冯·赖特的论文 《道义逻辑》的发表为标志，形成于１９５１年。即便追溯作为道义逻
辑基础的模态逻辑，其创始人刘易斯１９１８年第一次将模态语句逻辑公理化，也晚于霍
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
相反关系和相关关系是霍菲尔德提出的，但他只对相关关系作了详细讨论。法律上的
矛盾关系是 Ｇ．Ｌ．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提出，参见 Ｇｌａｎｖｉｌｌ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Ｌｉｂｅｒｔｙ，＂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６，ｎｏ．８，１９５６，ｐ．１１３２．
本表在霍菲尔德两个图表的基础上改造形成，参见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第２８、

８２页。
王涌：《法律关系的元形式———分析法学方法论之基础》，《北大法律评论》第１卷第２
辑，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７６页。



考其用法不难看出，基本法律概念间的关系含义有二：一是指某种具有实证意义
的法律关系，例如相关关系；二是指逻辑学或语义学层面的关系，例如相反关系，

它不具有法律关系的指证功能，但却有概念的逻辑推导或解释说明功能，借助相

反关系，可由 “权利—义务”推导出 “特权—无权利”，由 “权力—责任”推导出
“豁免—无权力”。

从逻辑周延性的要求出发，自然会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相关、相反、矛盾三种
“关系”是否穷尽了基本法律概念间关系的所有可能？它们是怎样得来的？

（二）基本法律概念间关系之生成：思维过程的还原与简化

霍氏关于基本法律概念关系的概括，有时是在不同主体之间展开，有时是在同

一主体之上体现，但霍菲尔德并没有把这种思维角度的变化和差异呈现给读者。因
此有必要在两个主体和同一主体两种情境下，①以霍菲尔德的方式，还原对基本法律

概念间关系的思考逻辑。

相关关系，在通常对霍氏理论的理解中，被默认为是发生于两个主体之间的关

系；倘若将具有相关关系的两个概念置于同一主体上考虑，则二者通常是排斥关系，

即对同一内容事项，一主体不能既有权利又有义务、既有特权又无权利、既有权力

又有责任、既豁免又无权力。②相反关系，在通常对霍氏理论的理解中，都是在同一

主体上设想该种关系，并未涉及主体间的思考。亦即，就同一内容事项，一主体不

可能既有权利又无权利、既有特权又有义务、既有权力又无权力、既可豁免又有责
任；倘若将具有相反关系的两个概念置于两个主体间考量，则二者是相容关系，即

就同一内容事项，一方有权利一方无权利、一方有特权一方有义务、一方有权力一

方无权力、一方可豁免一方有责任。当然，这种推想并无多大实证意义，只是为弥
补一种逻辑推理的可能性。矛盾关系，在通常对霍氏理论的理解中，被想当然地置

于两个主体之间考虑，指两个基本法律概念不能共存于一个法律关系中，一方有一

方必无；倘若将具有矛盾关系的两个概念置于同一主体上考虑，则为排斥关系，即

就同一内容事项，一主体不能既有权利又有特权、既有义务又无权利、既有权力又
豁免，既有责任又无权力。

在上述逻辑还原中出现的排斥关系、相容关系，既不能用来说明法律关系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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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霍菲尔德理论，一切复杂的法律关系都可还原为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因此两主体
之间的关系代表所有法律关系的最基本形式。
这并不是否认有的权利 （权力）换个角度看也是义务 （责任），例如劳动、受教育的权
利同时也是义务。一般来说，公权力作为 “职权”或 “职责”总是权利和义务的复合
体。这种身兼二任的现象，是由于权利／义务概念作为利益／负担的规范性表达，具有
价值判断的属性，立场、角度不同会导致同一内容有时被当作权利，有时被当作义务；
逻辑上的排斥关系强调 “在同一立场或角度去看”这一限定条件。



本形态，也不便用来解释基本法律概念间其他有意义的关系，因此将其剔除，同时
保留相反关系、相关关系和矛盾关系，就得到简化的如表１所示的霍氏概念框架。

（三）霍氏方阵：分组关系与霍氏理论的重述

霍氏理论并不是对八个基本法律概念进行全面的排列组合而形成所谓 “基本法
律概念间关系”，而是先把八个基本法律概念分为两组：权利、义务、特权、无权利
为一组 （本文称为权利组），权力、责任、豁免、无权力为一组 （本文称为权力组）；

然后在权利组和权力组内部，通过相关、相反、矛盾关系去说明基本法律概念。也
就是说，在霍菲尔德框架中，基本法律概念的分组关系是前提和界限，霍氏理论从
未逾越分组关系去谈论两个概念 （比如权利与权力、权力与义务等）之间的关系，

但霍菲尔德并未对此作任何解释、说明。为更准确、直观地反映霍氏理论，本文以
方阵的形式凸显分组关系，将表１改造成图１所示的霍氏基本法律概念方阵 （简称
“霍氏方阵”）。

图１　霍氏基本法律概念方阵

二、基本法律概念的推导与构建

基本法律概念的构建可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形式化推导，即借助逻辑方法，

对霍氏方阵进行改造升级，推导出完整、规范的基本法律概念；二是实质性建构，

即将基本法律概念理论与某种法律观理论结合起来，使二者彼此支撑、相互证成。

后者正是霍菲尔德理论的根本缺陷。

（一）基本法律概念的形式化推导

１．基本法律概念形式化推导的准备

霍氏方阵与逻辑学中的对当关系方阵，① 存在明显的外观上的相似性：它们都

以方阵形式表达某种逻辑关系。为更清晰地与霍氏方阵进行对比，本文对逻辑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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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简称逻辑方阵，也称逻辑正方形、逻辑矩阵，是直观展示不同类型命题之间逻辑推导
关系的图表，因其为方形或矩形而得名。陈述逻辑、模态逻辑中都存在类似的方阵。



略作变形处理：将其中与霍氏方阵的 “相反关系”含义相同的 “矛盾关系”，由原来
的斜线方向表示改为纵向方向表示，也就是把逻辑方阵下方两个概念 （命题）位置
对调，形成如图２所示的变形的逻辑对当关系方阵。

图２　变形的逻辑对当关系方阵

图１与图２直观地看存在如下明显的对应关系：义务＝必须，特权＝允许，相

反关系＝矛盾关系。但这种对应和等同在理解上还需克服一个障碍：霍氏方阵反映

的是概念之间的关系，而逻辑方阵体现的是命题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基本法律概念

的命题化理解可以消除二者的区隔。

按照语言分析方法，一个概念的含义取决于其用法而不是决定其用法，概念的

用法体现于语句和语境中。分析法学承袭甚至参与推动了这一方法的发展。哈特认

为：“我们一定不能把这些词汇拆开了、孤立地去看，而应把它们放回到它们的扮演

独特角色的句子中去，从而进行一个整体的考量。我们切勿仅仅去考虑词汇 ‘权利
（ｒｉｇｈｔ）＇，而应该考虑的是句子 ‘你拥有一项权利＇”。①边沁较早的告诫是： “一个

词，如果可以用释义法来解释，那就不是把该词仅仅转释成另一些词，而是把该词

所参与组成的整个句子转释成另一个句子”。②基本法律概念无不是反映、体现立法

者就其意欲调整的社会关系所持的意图和目的的规范性概念。规范性概念蕴含着主

体、客体等语句要素，实际上是一个规范性语句或命题。规范性概念之所以必须还

原为语句去理解，根源在于：规范性概念不同于描述性概念，其功能只有在句子中

才能被全面地看到。③因此，基本法律概念只是在形式上是概念，在实质内容和功能

上是命题。由此便打通了霍菲尔德概念与命题之间的联系。为表示基本法律概念与

命题的相通性，下文将此记作 “基本法律概念 （命题）”。

２．霍氏方阵与逻辑方阵的对接、融合

霍氏方阵与逻辑方阵的对接、融合，或以逻辑方阵为基础，通过添加相应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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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Ｈ．Ｌ．Ａ．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２９页。
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第２２９页，注释６。
参见 Ｈ．Ｌ．Ａ．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第３５页。



本法律概念 （命题）的方式进行；或以霍氏方阵为基础，借鉴逻辑方阵对概念 （命
题）的推导方法实现。权利组概念方阵与道义逻辑方阵、权力组概念方阵与真势逻
辑方阵之间的对应关系，是霍氏方阵与逻辑方阵融合的基础和前提，那么这种对应
性是如何建立的？

权利组方阵与道义逻辑方阵中的概念 （命题）的对应性可分为两种情形： （１）

依相互定义关系直接重合的概念 （命题）：霍氏方阵中的义务正是用逻辑方阵的必
须、必须非 （禁止）定义，无义务 （特权）恰好是用允许、允许 （不）定义，因而
概念直接重合，只是逻辑方阵中有两个具有内部否定关系的概念对应一个霍菲尔德
概念。（２）借助相反关系融入对接后的方阵的概念 （命题）：权利、无权利，以及由
此按照内部否定关系推导出的权利 （不）、无权利 （不）。总之，通过概念 （命题）

的直接重合和适当的逻辑关系，可以建立权利组方阵与道义逻辑方阵的对应关系。

权力组方阵与真势逻辑方阵中的概念 （命题）之间，显然不存在类似前者那种
通过相互定义而直接重合的关系，其对应关系是以如下方式证明的：由于权力组方
阵与权利组方阵、权利组方阵与道义逻辑方阵、道义逻辑方阵与真势逻辑方阵之间
存在两两对应关系，通过这种对应关系的传导，得出权力组方阵与真势逻辑方阵之
间存在对应关系。其中，权力组方阵与权利组方阵的对应，在霍菲尔德对基本法律
概念的逻辑构造中得到确认 （如图１所示）；权利组方阵与道义逻辑方阵的对应，是
通过两个方阵中概念的定义与被定义关系得到确证；道义逻辑方阵与真势逻辑方阵
的对应，则是建立在道义逻辑特定的形成方式基础上，即道义逻辑是按照真势逻辑
（狭义的模态逻辑）同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①

在基本法律概念逻辑关系方阵中，可以对逻辑关系进行如下推导。首先，分
别以权利、义务、权力、责任为原初概念 （命题），按逻辑上的否定关系对其进行
推导，每个原初概念 （命题）一分为四，具体推导关系参见图３。其次，鉴于权
利—义务、权力—责任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由这四个基本法律概念推导出的其他
基本法律概念，按其在逻辑推导中所处的位置，也存在相关关系。最后，鉴于分
组关系还只是一种现象描述，本文以两组基本法律概念的中枢———权利与权力的
关系为代表，对分组关系的含义———分组的根据和目的意义———进行说明 （详见
本文第四部分）。

（二）基本法律概念的实质性构建

基本法律概念的形式化推导仅仅证明这些概念内部逻辑关系的完整和完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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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将道义逻辑化归为真势逻辑，是发展道义逻辑的基本方法之一，但表达应然的价值／规
范命题能否适用形式逻辑，道义逻辑的有效性如何，一直是困扰法学和逻辑学的问题。
参见舒国滢：《逻辑何以解法律论证之困？》，《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还不足以证明何以这些概念就是基本法律概念。只有借助法律观①理论并将基本法

律概念建构在某种法律观之上，基本法律概念之基本性才能获得有说服力的解释。

任何一种法律观都提供其所特有的关于法律的概念或图像，也必然通过具体的法律

规范体现。②将基本法律概念与法律规范类型联系起来，也就使基本法律概念获得了

法律观层面的解读。这里以权利规范、权力规范为例，说明基本法律概念与法律观

的内在联系。

１．权利规则、权力规则与具有法律观意义的两类规则的对应

根据现代实证主义法学，特别是哈特版本的法律实证主义，法律是由一阶规则

和二阶规则结合而成的规则体系，这一观点被哈特称为真正的 “法律科学之关键”，

哈特之后的法学家对此亦大都予以肯定。③哈特认为，一阶规则是义务规则、二阶规

则是授权规则。④本文认为，哈特对两类规则的解释有所偏差，也容易造成对其法律

观理解上的误区。例如，将授权规则解读为权利规则，从而权利规则与义务规则在

一个平面上的拼盘式结合被理解为哈特法律观；或者将授权规则等同于权力规则，

从而义务规则和权力规则的结合被理解成哈特的法律观。这些误解可能带来如下不

能接受的后果：（１）权力或权利规则以及责任规则完全失去体系地位；（２）义务和

权利分属一阶规则、二阶规则两个不同层次，无法与权利—义务相关性原理协调。

造成误解的总根源是忽视了对霍菲尔德理论合理成分的借鉴。霍氏理论有两个

优点值得考虑，一是它对权利义务相关性始终如一的坚持，二是它清晰、丰富的基

本法律概念框架。由于哈特明显的厚边沁而薄霍菲尔德倾向，⑤权利义务相关性原理

很可能如同 “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这就导致明明具有相关性的权利—义务或权

力—责任规范却没有被放在一起强调；由于未能自觉借鉴基本法律概念之间的相关

性原理，即使哈特后来承认二阶规则既是权利规则也是义务规则，⑥他也混淆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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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法律观即对 “法律是什么”这一法理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是关于法律的性质、本质的
观点，是 “使用一个概念来分析归属于这个概念的实体的性质”。参见夏皮罗： 《合法
性》，郑玉双、刘叶深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７页。
本文法律规范概念采其广义，既不区分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也不采法律原则与法律
规则有实质区别的观点。回避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旨在避免讨论的复杂化，同时不影
响本文问题的实质性论述。
参见 Ｈ．Ｌ．Ａ．哈特：《法律的概念》，徐家馨、李冠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第７７、７８页；尼尔·麦考密克： 《大师学述：哈特》，刘叶深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第６５页。
参见 Ｈ．Ｌ．Ａ．哈特：《法律的概念》，第７７页。
哈特认为：“边沁确实预见到霍菲尔德的大部分理论，而且对霍菲尔德在该主题上没有触
及的许多重要方面多有论及。”Ｈ．Ｌ．Ａ．Ｈａｒｔ，Ｌｅｇ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Ｂｅｎｔｈａｍ：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ｐ．１６２．
参见尼尔·麦考密克：《大师学述：哈特》，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概念的逻辑层次，用一个义务概念去对应分属不同逻辑层次的权利和权力两个概念，

这是忽视霍菲尔德概念框架带来的词汇短缺。在霍氏框架中，责任与义务是分属二

阶规则与一阶规则的、具有对应的逻辑地位因而能有效区分的概念。正像在一阶规
则中存在权利—义务的逻辑关联性一样，在二阶规则中存在权力—责任之间的逻辑

关联性。①当然，霍氏理论也并非完美，一个基本而重大的缺陷是缺少一个法律或法

律体系的概念做背景支撑，从而也不可能把规则类型置于法律观的层面去阐释。②哈
特理论则弥补了这一缺陷，两类规则结合的法律观为解释基本法律概念的分组关系

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根据。总之，哈特两类规则结合的法律观与霍氏基本法律概念的
分组关系具有内在逻辑的高度一致性和互补性。借助霍氏的概念框架，哈特的两类

规则结合的法律观可以获得完整、准确的解释；借助哈特理论，霍氏框架下的权利

与权力的分组关系可以在法律观层面上获得清晰、合理的说明。

综上，关于权利、权力规则与具有法律观意义的两类规则的对应关系应完整地

表述为：一阶规则包括权利—义务规则、无权利—无义务 （特权）规则；二阶规则

包括权力—责任规则、无权力—豁免 （无责任）规则。

２．具有法律观意义的两类规则：多样性与客观基础

权利、权力所属的具有法律观意义的两类规则，其实不限于哈特给出的解释，而
是可以通过多种 “两类规则”体现。这里给出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两例：（１）调整性

规则与构成性规则。一方面，作为对法律规则的自洽、完整的分类，调整性规则与构

成性规则是具有法律观意义的分类；另一方面，按其含义，权利规则是调整性规则，

权力规则只能是构成性规则。③ （２）静态规则与动态规则。一方面，这一分类因可以

穷尽此一标准下的所有规范而具有法律观意义；另一方面，按其含义，静态规则是就

行为方式、内容作出明确规定的规则，动态规则是授权相关主体去创设 （含改变和废
除）权利、义务的规则，因而权利规则是静态规则，权力规则是动态规则。④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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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权力对应的概念不是义务，而是责任或服从。此观点除霍菲尔德外，德国学者伯蒂歇
尔在论及形成权时也有过论述。参见申海恩：《私法中的权力：形成权理论之新开展》，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１０—１１１、９８页。
参见丹尼斯·劳埃德：《法理学》，许章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８６页；雷蒙
德·瓦克斯：《读懂法理学》，杨天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９８页。
与此略有出入的观点认为，权利规则既可以是调整性规则也可以是构成性规则 （参见

Ａ．Ｊ．Ｍ．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北京：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８页），其与本文观点的差异大体可透过调整性规
则与构成性规则区别的相对性得到解释。
对静态规则与动态规则的区别，学者们亦从非寄生性规则与寄生性规则、关于身体运
动或变化的规则与创设权利义务的规则等方面去描述。参见 Ｈ．Ｌ．Ａ．哈特：《法律的概
念》，第７７页；尼尔·麦考密克：《大师学述：哈特》，第１９３、１９６页；罗杰·科特瑞
尔：《法理学的政治分析———法律哲学批判导论》，第９７页。



两类规则的多样性也可理解为是从多个侧面对哈特版一阶规则、二阶规则之特征的
描述，但这并不影响实质问题的讨论。

具有法律观意义的两类规则 （这里以调整性规则与构成性规则为代表展开讨

论）之划分，其实践根据、客观基础的探寻需依次释明如下问题：（１）两类规则

划分的客观基础与两类规则的区分标准不是彼此外在的两个问题，而是同一问题

的不同方式表述。说清了区分标准的明确性、可靠性，也就说明了区分结果的客

观性；反之，阐明了两类规则的客观基础，也就是确立了其区分标准。（２）两类

规则划分之客观基础／区分标准的探寻，须避免一个路径上的误区，即试图通过调

整对象的区分去说明两类规则的区分。因为当我们把调整性规则所规范的对象称

为自然行为，把构成性规则所规范的对象称为法律行为，这种规定本身即蕴含着，

自然行为与法律行为之分是建立在调整性规则与构成性规则之分基础上的，也就

是说，“两类规则”（调整性规则与构成性规则）与 “两类调整对象”（自然行为与

法律行为）之间不仅是相互对应的，而且相应的区分标准都是在一个层面上且内

容一致的。具体而言，两类规则／两类调整对象都是以法律规则与其所规范的法律

事实 （主要是行为）的关系为标准所作的分类。对两类规则而言，行为在先、规
则调整在后之规则即调整性规则，规则在先、行为根据规则创设之规则即构成性

规则；对两类调整对象来说，独立于法律规则而存在的行为即自然行为，依赖于法

律规则而发生的行为即法律行为。这里的先后性和依赖性／独立性作为判断标准是内

在一致的。两类规则与两类调整对象区分标准的一致性，意味着不能在两者之间形

成纵深解释，只能依靠两者共同的区分标准去说明它们存在的客观基础。（３）应当

看到两类规则／两类调整对象的区分是清楚、明确的，其深层根源在于，调整 （性）

与构成 （性）作为规范 （性）的两层含义，不仅是理论上的划分，而且是实际的客

观存在。规范发挥其调整社会生活的功能，不外乎事后调整和事先创设两途。这从

根源上构成了划分具有法律观意义的两类规则的客观基础。（４）除了区分标准的明

确性，似乎也不应低估自然行为与法律行为、调整性规则与构成性规则这些词汇所

包含的朴素的甚至直觉的差异。这虽然是一个弱的区分标准，但在多数情况下仍能

据此作出有效且恰当的区分，例如，没有人会把谋杀、袭击之类的行为当作法律行

为，尽管谋杀之类的认定及其法律后果的赋予最终都必然取向于法律规定；也不会

有人把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当作自然行为，尽管它们也可能在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则
的情况下被实施；可能存在争议的是意思表示 （狭义法律行为），如果根据意思表示

在相关法律出现之前就存在而认定其为自然行为，这似乎颇有道理，但本文不赞同

这一观点，因为意思表示是依赖于法律规则的制度建构物，在这一点上它与行政行

为并无二致。（５）同时也应承认两类规则／两类调整对象之区分的相对性。这体现

在，第一，法律规则与它所规范的对象 （行为）总是相互渗透的：如果不从法律的

观点看，自然行为如何成为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如果不是有某种社会需要和现实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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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法律行为赖以成立的构成性规则的来源如何解释？有何必要被制定？第二，自
然行为与法律行为总是相互转化的：自然行为经过法律的调整就成为法律行为，法
律行为如果脱去法律的外衣不过就是自然行为，二者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观察
角度的问题。综上，规范 （性）内含调整 （性）与构成 （性）两层含义的客观性，

决定了两类规则划分的客观性。从哲学上说，强调 “调整性”，是对规范作了经验主
义的解释，认为行为或社会关系是第一性的、先于法律而存在的；强调 “构成性”，

则是对规范作了理性主义的解释，认为不存在单纯的行为或社会关系，任何行为和
社会关系都是作为主体的人依据一定规范建构起来的。作为同一概念的下位概念，

调整性与构成性的界限本来就不是绝对的，但区分的相对性不能否定也不应影响在
一般情况下二者的基本区分。因此，具有法律观意义的两类规则之划分的客观基础
是存在的。

（三）基本法律概念及其 “关系”概念的规范化表述

基本法律概念由于理解上的细微差异，在外文文献中就存在多种表达方式，其
中文译法的多样又加剧了这种用词不规范现象。多个同义词或近义词的使用反映的
是作者或译者的理解、偏好的不同，并不影响其逻辑上的性质和地位。但基于逻辑
化的要求，基本法律概念的文字表述应尽可能直观地体现其逻辑关系，甚至应当以
符号化方式进行。据此，基本法律概念应以权利、义务、权力、责任四个概念为原
点，以其否定式的方式表达其他基本法律概念，反言之，其他基本法律概念均可还
原为四个作为原点的基本法律概念。

对反映基本法律概念之间关系的概念，本文作如下处理：（１）只保留三种有意
义的关系概念：外部否定关系、相关关系、分组关系。（２）以外部否定关系代替原
逻辑方阵的矛盾关系、霍氏方阵的相反关系，因为矛盾关系已被滥用 （在霍氏方阵
中它是指经验层面不能共存于同一法律关系，在逻辑方阵中它则指逻辑上的外部否
定关系，且与霍氏方阵的相反关系同义）。（３）以内部否定关系代替原逻辑方阵的反
对关系 （含下反对关系）。经此处理，矛盾关系、差等关系、相反关系、反对关系，

不再作为反映基本法律概念间关系的标准术语使用。

综上，本文关于基本法律概念及其关系的完整理解可见图３。

由于互为外部否定式的概念 （命题）不但在语义学、语用学上意义相反，而且
在逻辑性质上相异；互为内部否定式的概念 （命题）只是在相同的逻辑模态下内容
（语义学、语用学意义）相反，从逻辑观点看内容上的差异可以忽略，因此可以把具
有内部否定关系的基本法律概念 （命题）两两合并。由于合并后的基本法律概念包
含了与其呈内部否定关系的概念 （这从语义上理解极为顺理成章，例如有权利做某
事与有权利放弃做某事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概念之间的关系不便以符号化的方式
表达，图３遂简化为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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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完整的基本法律概念间关系

图４　简化的基本法律概念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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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在充分吸收霍氏方阵的基础上，统一、规范了基本法律概念及其关系概念
的名称：抛弃了霍菲尔德概念中不符合中文习惯用法的特权、豁免，代之以无义务、

无责任；抛弃了容易引起歧义的相反关系，代之以逻辑上含义明确的外部否定关系。

据此，在中国法学话语体系中，基本法律概念应确认并表述为：权利、义务、无权
利、无义务，权力、责任、无权力、无责任。

三、基本法律概念间关系的反思与诠释

基本法律概念间关系的构建，除了搭建起上述概念框架，更重要的是对原有的
基本法律概念及其关系进行检视、反省，对其中的疑问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

（一）单薄的相反关系及其逻辑化重构

之所以说霍氏理论中的相反关系是单薄的，是因为在道义逻辑尚未成熟的条件
下，命题的内部否定式和外部否定式尚未分化，相反关系的实际所指只能是外部否
定关系。前文图３已经运用内部否定关系和外部否定关系的区分，但对其中的原由
并未深究。

按照逻辑理论，一个命题有两种否定式：外部否定式和内部否定式。在陈述逻
辑中，一个命题的外部否定式与内部否定式是等值的，没有区分的必要；但是在道
义逻辑中，“外部否定式与内部否定式是不等值的”。①这对基本法律概念 （命题）来
说意味着，权利 （不）≠无权利，义务 （禁止）≠无义务，权力 （不）≠无权力，

责任 （不）≠无责任。这种不等值说明图３把八个基本法律概念一分为二是有逻辑
根据的。

霍氏方阵对内部否定关系及双重否定关系的忽视，不仅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

而且在具体问题的解释上带来困扰。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霍氏理论及其阐释者对特权
概念的奇怪解释：理论上将 “特权 （自由）＝无义务”，实际运用时却将 “特权 （自
由）＝无义务 （不）”，即总是在以无义务解释特权时添加一个否定词 “不”：汤姆
有使用其电脑的特权，即他无义务不使用它。霍菲尔德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称某
特权不过是对义务之否定时，当然表明此义务之内容或指向恰与上述特权相反。”②

为解决这一问题，威廉姆斯曾提出对霍氏概念作如下修改： “特权不”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ｎｏｔ）是 “义务”（ｄｕｔｙ）的相反方，或 “特权”（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是 “义务不”（ｄｕｔｙ　ｎ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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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根源在于二者并不享有相同的真值表， “这一区分构成了建构道义逻辑的基石”。参
见阿尔夫·罗斯： 《指令与规范》，雷磊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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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反方。①但这种修补只是解决了解释上的瑕疵，却没有揭示瑕疵产生的系统性、

逻辑性根源。只有如图３那样，以逻辑方法扩展基本法律概念，使无义务和无义务
（不）都找到相应的逻辑位置，才能搞清特权概念的奇怪解释的症结所在。

（二）相关关系之基础的争论

借助 （广义）权利—义务相关性原理，权利—义务、无权利—无义务、权力—

责任、无权力—无责任之间的相关关系均可说明。然而，有争议的正是这一原理本

身：所谓相关性是必然的吗？它究竟是一个逻辑原理还是经验原理？其成立的现实

基础和真实意义是什么？

所谓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性，是指两个主体间的权利、义务是否互为条件地关联

在一起的问题。②必须看到，反对权利和义务具有相关性的观点常常具有相当强的说

服力，特别是在道德领域，例如，行乞权并不对应施舍的义务。在法律领域情况似

乎也是如此，某些特定的义务加之于我，但没有任何人享有令我履行这些义务的相

关权利。然而，法律人通常假定权利和义务是相关的。

无可否认，单从经验角度看，支持和反对权利义务相关性的观点同样都能得到部

分经验的支撑，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解释权利义务是否具有相关性的问题？本文认为，

在权利—义务的相关性问题上，与其经验性地肯定或否定，不如从法律的目的出发，

理论性地确认和建构。法律权利义务作为规范人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机制、范

畴，如果失去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对应性、互动性，便无法实现法律的可操作性，进

而丧失法律最宝贵的品质。哈里斯从法律诉讼的角度为权利义务的相关性作过一个
“活力四射的辩护”：“在实践中，诉讼会产生相互对立的双方———严格地说，即使这

里的被告对原告并不负有一项义务。……必须有人提起诉讼或者被诉。相关性似乎

是一个描述原告起诉和被告行为之间关系的方便方式。”③雅维茨从社会功能的角度

阐明，如果不存在请求履行义务的权利，这些义务也就失去了社会意义，“只有当社

会关系主体的权利成为或者可能成为对具有法律义务的人提出的请求时，它才是法律

上的权利；法律义务也是在有人有权利请求履行它们时，才成为法律义务”。④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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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ａｎｖｉｌｌ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Ｌｉｂｅｒｔｙ，＂ｐ．１１３８．
这通常被称为权利义务的逻辑相关性。还有所谓权利义务的道德相关性：同一主体享
有权利是否必须与承担义务互为条件。本文讨论前者，且省略逻辑二字。因为，如果
把逻辑理解为与经验相对的领域，那么逻辑相关性问题无论作出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
都可在经验层面提出反例，这有违逻辑与经验统一性原则。
转引自雷蒙德·瓦克斯：《读懂法理学》，第３９７页。
雅维茨： 《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朱景文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第１４３页。



上，早在１８６４年马克思就作过这样的概括：“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
义务。”①这一论断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即，权利与义务的相关性是生产社会化的必
然要求，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决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权利与义务关
系的客观内容。②

无论是从社会功能的实际要求出发，还是从权利义务的社会现实基础出发，这
些论述都超越了对权利义务关系的单纯逻辑性解释，为权利—义务的相关性找到了
真实基础和现实根据。从诠释学的角度说，理论既要反映现实，同时又要规范和引
导现实。因此，权利—义务的相关性既不是单纯的经验现实的反映，因而经验上的
反例不构成对这一原理否定；也不是单纯的逻辑建构，因而实际存在的经济基础和
社会生活需要是权利—义务相关性原理的重要支撑。

（三）分组关系的诠释及其不足

基本法律概念的分组关系是隐含于霍氏理论中的，对此只能以推测的方式加以
解释。王涌在自然状态假设的基础上提出：基本法律概念是基于法律对 “自然自由”

的两种限制方式而产生的。一种是直接限制的方式，即法律直接规定权利、义务，

并且二者以一种具有相关性的方式存在，即权利—义务关系；未加直接规定的剩余
的自然自由就成为法律状态下的无权利—无义务；一种是间接限制的方式，即法律
授权某些主体去创设、决定具体的权利义务，获得这种授权的主体拥有权力，承受
这一被创设的法律关系的主体承担责任，二者构成具有相关性的权力—责任关系；

未获得法律授权的自然自由就被保留下来，成为无权力—无责任。③这一理论设想具
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仍存在如下不足：（１）把权利和权力解释为限制自然自由的两
种并列的方式———法定和授权，这种理解，强调了权利和权力的区别，未能揭示二
者联系；（２）把权力解释为权利的一个来源，则权力本身的来源如何解释成为一个
更大的问题。因此，基本法律概念的分组关系有待更为深入、合理的解释。

鉴于权利组和权力组概念在其内部都能以逻辑方式推导出来，下文将把分组关
系问题简化为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④以减轻论证负担，也凸显权利—权力关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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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７页。
参见公丕祥主编： 《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通史》第１卷，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第３５０页。
参见王涌：《法律关系的元形式———分析法学方法论之基础》，《北大法律评论》第１卷
第２辑，第５７８—５８１页。
富勒亦曾在基本法律概念中挑出重点： “霍菲尔德式分析分辨出四组基本的法律关系：
权利—义务，无权利—特权，权力—责任，以及无权力—免责。不过，在这四组关系
中，第二组和第四组仅仅是第一组和第三组的否定。因此，这整套分析体系所赖以为
基的基本区分是权利—义务和权力—责任之分，这种区分完全契合于哈特采用的那种
区分。”参见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１５６页。



一重要的法哲学问题。

四、作为基本法律概念的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探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应诉诸实证性工具。在构成权利的诸要素中，权利客
体具有明显的现实实在性。借助权利客体理论，权利与权力的区分可从内容上得到
清晰的刻画，权利与权力关系的讨论也可获得坚实的基础。

（一）权利客体的两个层次

权利实际上是一种法律关系，因此权利客体也就是法律关系客体。①苏联学者在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法律关系客体有深入的探讨，将法律关系客体总体性概括为
“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类型化为：物质世界之物 （东西）、智力创造成果、人们的
行为、个人的非财产性福利或其他社会性福利。②我国法理学通说采用列举的方式将
物、人身、人格、智力成果、行为、信息、国家权力、企业等列为法律关系客体，

更大的扩展是把劳动力、法人、道德产品 （如荣誉称号、奖状、奖章等）也纳入权
利客体的范围。③这种不断添加会使权利客体清单越拉越长，却始终缺乏对不同权利
客体的类型化处理，也难以对不同类型权利客体之间的关系作出理论上的说明。

在权利客体理论的更为精致的版本中，民法学家洞察到一般的权利客体与权利
作为权利客体的本质区别， “无体的权利客体是权利；权利也是法律上支配的对
象。”④拉伦茨以两个顺位的权利客体加以说明：“我们把法律规定之外的，但是事实
存在的，而且只要它们存在就可以作为支配权的客体的客体，作为第一顺位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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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权利—义务相关性原理，权利即意味着权利义务关系，而我国法理学通说又将法律
关系界定为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将权利与法律关系看作同一概念应可成立，细微差别仅
在于，权利 （或义务）只是描述法律关系的一个角度或特定方面。但在法哲学史上，
权利与法律关系以及相关联的权利客体与法律关系客体是否应被看作同一概念，中外
学者曾持不同观点。外国学者一般主张它们是不同概念，我国学者多将二者视为同一
概念。参见Ｌ．Ｗ．萨姆纳： 《权利的道德基础》，李茂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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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学通论》，第２６３—２６６页。
哈里·韦斯特曼：《德国民法基本概念》（第１６版），张定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６页。



客体，而把只能在法律上才成为 ‘客体＇的权利客体称为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①遗
憾的是，这一深刻洞见并没有在法理层面上受到真正的重视，正如马俊驹所指出：
“以法律关系为客体的形成权的发现，即验证了法律关系得作为权利指向对象的法哲
学原理。对于形成权之发现所折射出的这一增进我们对于权利认识的巨大贡献，当
代的法学家们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②

权利客体两个层次 （顺位）的划分，借用哲学的概念框架，可追溯到物与人、

客观与主观、自然与人为之分。这种追溯有助于说明权利客体层次之分的根据和基
础，但有僭越主体之嫌，因此有必要强调，第一层次权利客体和第二层次权利客体，

是客体内部的区分。为凸显与主体人的区别，基于客体一词与物的天然亲缘性，我
们把客体统称为广义的物。那么，第一层次权利客体可谓自然物，其外延不仅包括
有体物、无体物，而且包括自然行为、人身、人格、智力成果、信息等；第二层次
权利客体可谓人为物，在法律视野内，人为物表现为法律 （制度）之建构物，其外
延包括权利或义务。自然物与建构物区分的关键，是它们与相关法律 （规则或制度）

的关系：自然物具有对法律规则的独立性，是不依赖于法律规则而事实上就存在的
客体；建构物具有对法律规则的依赖性，是根据法律规则而建构出来的客体。

（二）客体标准下的权利—权力关系

权利客体的二层次划分，为解析权利—权力关系提供了清晰可靠的理论工具。

综合考虑关系概念的诸多含义，本文对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概括如下：

１．结构上的嵌套关系
由于权利可以成为权利的客体，权力可定义为以权利为客体的权利，此时便呈

现出权利—权力的嵌套结构：权力中有权利，权利上有权力。在这一结构中，权力
以权利为客体，权利以自然物为客体，因此权力即二阶权利。（广义）权利的结构由
于权利客体的层次划分而变得复杂、立体。权利和权力构成了两个层次的 （广义）

权利。尽管从理论上说，权利—权力的嵌套结构可以多层次地延展，但都可用权利
及其客体之二层次区分加以解释，第二层次及其以后层次的权利 （及权利客体）具
有同质性，因而区分的法理意义不大。

２．属性上的矛盾关系
权利与权力的矛盾关系即对立统一，对立性体现在：权利与权力以客体类型为标

准存在原则区别，因而相互排斥、相互制约；统一性体现在：权利与权力相互依存、

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相互交织，这是由权利—权力的嵌套结构所决定的，可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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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４０４页。本文在相同意义上使用层次与顺位概念。
马俊驹、申海恩：《关于私权类型体系的思考———从形成权的发现出发》，《法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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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之间的创设、处分、生成、甚至重合等多种形态。权利与权力的相依相生关系，

作为对权利、权力同源性、统一性的解释，从一个角度表明，权利—权力的嵌套结构
实际上是一种权利发生装置，这种装置也是任何一种治理方式之微观生成机制。

３．功能上的目的手段关系
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中，权利是目的，权力是手段。因为权利以物为客体，此

乃所有法律关系的终极目的；权力以权利为客体，乃是间接地以物为客体，因为
“以权利为客体的权利，它的价值的最终实现还是要以第一层次权利的客体作为根
据。……具有终极意义的权利客体是第一层次的权利客体，即客观存在的事物，第
二层次及以后的权利客体只是制度上的建构”。①即使权利与权力的区分由客观标准
换作主体标准，在私权利与公权力的意义上，上述观点亦可成立。

４．数量上的等值关系
在以客体标准区分权利与权力的语境下，权利与权力具有数量上的等值关系。

这是权利与权力的嵌套结构、矛盾关系、目的手段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权利
与权力是嵌套为一体的治理机制发生装置，并且二者相互依存、相互生成，那么必
然意味着二者在数量上的等值关系。这不同于主体标准下的私权利与公权力在数量
上的反比关系。

５．逻辑上的互为优先关系
仿照哲学上的一般关系原理的提问模式，可将权利与权力关系原理的基本问题

表述为：权利和权力究竟何者为第一性。对此问题，基于不同的思维角度可以得出
不同的结论：从 （广义）权利的层次的角度说，先有权利，后有权力，权利是权力
的前提和基础，权力是权利的派生；从 （广义）权利的来源看，先有权力，后有权
利，权力是权利的产生机制，权利是权力创设、行使或处分的对象和归宿。这种对
优先性的不同判断，根源在于作为规范性概念的权利、权力及其关系问题一个解释
性问题。借用哲学概念或可更清楚地说明两种判断思维层次或视角的差异：权利之
于权力的优先性，是一种概念先在性；权力之于权利的优先性，是一种事实先在
性。②不同的思维层次或视角得出的结论有助于消解权利与权力僵硬的对立，揭示了
二者互为表里的复杂矛盾关系。

（三）客体标准开放出的法理问题和意义

建立在客体标准上的权利—权力关系原理，有助于权利类型论、法概念论 （法
体系论）等基础理论的深化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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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新军：《权利客体的概念及层次》，《法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概念先在性和事实先在性 （或称经验先在性、时间先在性）是源自德国古典哲学的概
念和思考方法。有一个形象的例子可助理解：是先有汽车还是先有车轮？回答是：在
事实上先有车轮后有汽车，但在概念上先有汽车后有车轮。



１．权利类型理论
法学理论中有多种权利类型的划分，但多半仅有助理解权利之功用，而鲜有法

理意义之加持。两个层次权利客体之基础上权利、权力之区分，本身是一种法理意
义的权利类型划分，同时也给其他权利类型理论的反思和改进带来启发：

第一，原生权利与衍生权利之分，比仅从因果关系角度把权利分为原有权利和
救济权利具有更深厚的法理意义。因其以权利客体类型为标准，在更基础的层面上
揭示了两种类型权利的相依相生关系。原生权利和衍生权利为部门法学者所提倡，

按其定义，衍生权利 “指赋予其持有者为自己或者他人设定、变更、废止一项原生
权利之权限”，①故衍生权利即权力，其处分对象即原生权利；原有权利和救济权利
的分类为我国法理学之通说，是根据权利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作的分类，并将这一分
类等同于第一性权利和第二性权利。救济权利较之 “衍生权利”含义偏窄，因此以
后者替代前者，以原生权利为第一性权利，衍生权利为第二性权利，更具说服力。

第二，民法中四种基本权利类型的划分 （请求权、支配权、形成权、抗辩权）

在逻辑上是不严谨的，不但其分类标准没有统一的表述，而且分类结果也颇多异
见。②其根源在于，民法上这一权利分类系基于经验和实用，并未得到逻辑上的支持
或说明。在基本法律概念理论视野下，民法中四种基本权利类型划分的主要缺陷是：
（１）夸大了请求权与支配权的区别。按照德国学者冯·图尔的理论，支配权应作广
义的解释，“支配的对象或者是另一个人格或者是一个物”，也就是说，广义的支配
权可以把请求权包含进来。③ 从权利客体角度看，请求权客体与支配权都是第一层
权利客体，并无本质区别，以此为据，将其归为广义的支配权不无道理。（２）未能
凸显广义支配权与形成权之间具有重要法理意义的区别。根据权利客体理论，广义
支配权以第一层次权利客体为支配对象，形成权以第二层次权利客体为塑造对象，

二者是有重大区别的分类，却在四分法的权利分类中无从体现。（３）抗辩权的解释
偏于狭窄，与其他三种权利的逻辑关系不清楚。在民法四种基本权利的分类中，抗
辩权一般被解释为对抗请求权之权利，即使将请求权与支配权合称为广义支配权，

对形成权的抗辩在这一分类中也没有体系地位。实际上抗辩权可作广义的解释，不
仅指对抗他人请求权的权利，而且包含对形成权的抗辩。④按广义解释，抗辩权有对
抗请求权和形成权的双重属性，从基本法律概念理论的角度即，抗辩权有对抗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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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海恩：《私法中的权力：形成权理论之新开展》，第２３５页。
其分类标准，多数民法教材认为是法上之力，也有的表述为实现方式、作用方式权利
的作用形式或功能、权利效力、自由意志，无论表述为何，这些分类标准本身都有待
解释。奇怪的是，这些不尽相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导致相同的分类结果，而同一分类标
准之下却可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
参见申海恩：《私法中的权力：形成权理论之新开展》，第１５页。
参见龙卫球：《民法总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２８页。



和权力的双重属性，①此时相当于抗辩权人主张对方无权利或无权力，而己方无义务
（自由）或无责任 （豁免）。综上，经重新解释和适当改造，原本疏于逻辑考量的民
法中四种基本权利的分类，实际上恰好隐含着四种法律利益，即 （广义）权利细分
的四个基本法律概念：支配权、请求权合二为一，相当于权利；形成权即权力；抗
辩权一分为二，相当于无义务 （特权）和无责任 （豁免）。只是受经验的实用性考虑
的局限，民法中基本权利的四分法未能呈现出符合逻辑的基本权利的应有形态。

２．权利概念理论
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是指向权利概念理论的。从客体区分的角度，

权利和权力概念可作如下简明界定：权利和权力，分别是以具有法律观意义的一阶
规则和二阶规则为载体、以第一层次权利客体和第二层次权利客体为客体的法律上
的利益 （广义权利）。在更深层次上，权利的本质一直是理论上聚讼纷纭的问题，权
利的意志论和利益论各自根植于深厚的哲学基础而争论不休。二者都有相当强的解
释力，同时也有各自或共同难以克服的缺陷。本文的基本法律概念及权利—权力关
系理论，在权利本质问题上有如下两点启发：

第一，在权利的意志论、利益论争执不休且各有局限的情况下，关系优先的概
念分析或许是突破内容视角的权利本质理论的有益尝试。无论是意志论还是利益论
都是从权利内容的角度解释权利的本质；本文没有把重心放在从权利内容角度揭示
权利的本质，而是借鉴道义逻辑从基本法律概念之间关系的角度对权利概念进行分
析。这似乎彰显了权利本质问题的两个方面及相应的两种研究方法。一是将权利作
为实体性概念从内容方面研究权利的本质，一是将权利理解为关系性概念，从概念
的逻辑关系中探讨权利的本质。按照前一思路，理论上会致力于探讨权利的结构
（系统—要素），于是有三要素说、四要素说等；按照后一思路，权利并非一个封闭
的实体性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开放结构的关系性概念，权利概念的正确打开方式
不是系统—要素分析，而是开放结构—关系分析，正如阿列克西在论及权力 （权能）

概念时所说：“对权能概念的分析就必然是对一个概念网络的分析，而由于所有这些
概念都是基本法律概念，权能理论就包含着法律本质理论的根本要素。”②

第二，权利的利益论和意志论之所以各有缺陷和困境，源于 （广义）权利概念
的复杂性，贪大求全的权利概念理论难免顾此失彼；霍菲尔德式的分析细化了权利
概念，利益论和意志论可能适合于不同类型权利本质的解释：利益论适合于狭义权
利概念的解释，因为属物客体作为一阶权利客体与利益概念完全契合，属物客体可
抽象地表达为利益；③意志论适合于权力概念的解释，因为属人客体作为二阶权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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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讲，对抗请求权之抗辩权只有在延期抗辩时对抗的才是权利，在排除抗辩时对
抗的是权力。
阿列克西：《阿尔夫·罗斯的权能概念》，阿尔夫·罗斯：《指令与规范》，第２５８—２５９页。
参见张文显：《法哲学通论》，第２６６页。



体正是赋予了意志以特别的法律意义，属人客体或以法律意志为基础建构，或在法

律授权下由当事人意志自由创设。由此，在权利—权力二分的基础上，利益论和意

志论都可找到合理的存在空间。而借助客体的层次之分，利益—权利—权力之间层

层递进的关系也得到了清晰的说明：利益是权利客体，而权利又是权力的客体。

３．权利与权力之分：主体标准与客体标准的异与同

权利与权力之分，如果采用主体标准，则权利＝私权利，权力＝公权力；如果

采用客体标准，则权利≠私权利，权力≠公权力。学界通说采主体标准，本文采客

体标准。因此在理解上应避免将权利与私权利、权力与公权力概念等同。

理解这种分类标准和分类结果的不等同，需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客体标准的

分类不是否定主体标准分类的意义和价值，比如可由此阐发出极有法理意义的权利

推定原则和权力法定原则。第二，主体标准的分类也无法否认客体标准分类的意义

和价值，比如它反映并揭示了私法中有权力、公法中也有权利这一重要现象，也从

内容、结构上说明了权利和权力的区别 （主体标准只是从外在形式、主体上区分了

权利和权力）。第三，分类标准和分类结果的 “不等同”，不意味着分类结果必然对

立或排斥，事实上二者存在重要的交叉、重叠，也就是说，作为不同标准下的分类

结果的权利与私权力、权力与公权力之间仍保持着许多共同点：权利以物 （利益）

为客体，其操作的、处理的对象是属物的，主要存在于私法中，遵循契约自由原则，

因而大部分权利为私权利；权力以权利为客体，本质上是对法律关系的支配，其处

分或行使的对象是属人的，多存在于公法中，具有单方面决定、改变某种法律关系

的能力，因而大部分权力为公权力。综上，权利与私权利、权力与公权力尽管源于

不同的分类标准，但也有理由被视为近义词。

坚持客体标准的权利、权力之分，还需特别注意避免把权利、权力与约定 （意

定）权利、法定权利概念混淆。这种混淆源自两个认识误区：其一是把权利混同于

私权利、权力混同于公权力的后果，由于这种混同，在私法中的权利推定原则，公

法中的权力法定原则，倒因为果地成为定义权利、权力的根据，这显然是逻辑的混

乱；其二是，当我们将权力定义为一种单方面创设权利义务关系的资格或能力时，

权力意味着一种授权主义的调整方式，相应地权利意味着法定主义的调整方式，但

其实，这里的 “授权主义”显然不是指私法主体可依意思自治原则自由地约定权利

义务关系，“法定主义”也不是说权利皆为法定，毋宁说，授权主义、法定主义在这

里仅是对其调整对象的抽象程度不同作的一个不准确的、容易让人误解的区分，其

对应的仍然是权利客体的两个层次。

五、基本法律概念的实践基础

基本法律概念理论如果满足于经验性的归纳，则难以摆脱偶然性的缺陷；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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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于逻辑性的构建，则难以克服形式化、抽象化的弊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
和方法，超越了上述理论的局限而综合其优长，为基本法律概念及权利—权力关系
理论提供了科学的解释原则和现实基础。

（一）逻辑构建的实践基础

在当代中国法学理论中，对何为基本法律概念，学者们所见不一。主流观点认
为，权利和义务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中心范畴、核心范畴，① “权利与义务这对范
畴，在法学的范畴体系中处于中轴的地位”；②有的学者主张，“法律上最重要的现象
是权利和权力，最基本的矛盾是权利与权力的矛盾”，③ “权利与权力是法学的基础
和核心范畴”。④这些论断大体是从权利、义务或权力在法律体系中存在的普遍性或
使用的广泛性概括而得。然而，经验归纳尚不能得出必然性的结论。

本文对基本法律概念进行了形式化的逻辑推导，并结合法律观理论进行了实质
性构建，唯有通过这两方面论证的概念才有资格被称为基本法律概念。这一证成方
式总体而言是逻辑性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基础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列
宁在 《哲学笔记》中提出 “逻辑的式”的问题，并阐明了其实践来源：“人的实践经
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这些式正是 （而且只是）由
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⑤作为基本法律概念形式
推导之基础，逻辑方法尚且如此深植于实践的土壤，基本法律概念的实质性构建与
时代背景、历史实践的深刻联系就会更为明显。

在当代中国法治进程和法学话语体系中，无论是权利、义务作为法学基本范畴
的论证，还是权利、权力作为法律核心概念的提出，均相对集中地发生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至２１世纪初，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的时期，先后经
历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形成等重要阶段。１９９３年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定》出台，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经济体制中的基础地位和
主导作用，经济结构的调整成为法律发展的动力，也为权利意识兴起提供了土壤，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
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⑥正是在改革开放这一宏伟实践的基础上，“为
权利而斗争”、“认真对待权利”的论述和吁求成为当代中国富有时代特色的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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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２４页。
参见郑成良：《权利本位论———兼与封曰贤同志商榷》，《中国法学》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童之伟：《再论法理学的更新》，《法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吕世伦、宋光明：《权利与权力关系研究》，《学习与探索》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８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８０页。



“权利本位论”堪称是这一 “权利时代的理论景象”。①当代中国权利意识、权利观
念、权利话语的兴起，本质上是波澜壮阔的市场经济改革实践的产物和要求；也正
是以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为基础，构建基本法律概念并以此体现经济结构所需
要的法律体系的要求才有了提出的可能和推进的动力。

在权利—义务之相关性已得到普遍认同的情况下，以权利—权力为轴心构建基
本法律概念及其关系，更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一方面，权利、权力规则能完好地
体现两类规则结合的法律观，因而有助于强化理论逻辑的自洽性、系统性；另一方
面，权利—权力关系有助于从理论上凸显私法与公法关系的重要性，充分表达理论

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当代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之后不久就提出 “市场经济就是
法治经济”的重要命题，说明私法的展开和发展不可能离开公法的保护，市场经济
的良性发展与良好的法治环境密不可分。在此意义上，构建以权利—权力为中枢的
基本法律概念，是权利时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反映。

（二）法律观的实践论诠释

由于权利与法的特殊关系，对 （广义）权利的阶层化理解，可以贯穿于对一系

列重要法学范畴的理解中，如表２所示。

表２　法律概念的阶层化理解

权利 权力

权利客体 第一层次权利客体：物 （自然物） 第二层次权利客体：权利 （建构物）

法律规则
一阶规则 （权利—义务规则、
无权利—无义务规则）／调整性规则

二阶规则 （权力—责任规则、
无权力—无责任规则）／构成性规则

法律行为
自然行为 （事实行为）：
调整性行为，自然发生物

法律行为：构成性行为，制度建构物

法律关系
一阶关系 （权利—义务关系、
无权利—无义务关系）／调整性关系

二阶关系 （权力—责任关系、
无权力—无责任关系）／构成性关系

法律评价尺度 合法性：合法、违法② 有效性：有效、可撤销、效力待定、无效

对法概念、法体系或法秩序的阶层构造或阶层化理解，是现代法理学的核心洞
见之一。基本法律概念理论及以此为基础的权利—权力关系原理，是对这一洞见的

诠释。这种诠释说到底是指向法律实践的。但作为现代西方的主流法学理论，法律
实证主义关于法律本质的学说总体而言并不令人满意。其视野主要局限在静态的规
则或规范的层面，哈特承诺的描述社会学没有很好地兑现，其作为解释法律源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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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规则存在诸多模糊和令人困惑之处。马克思主义法学不仅抛弃了从玄奥的形上
层面去解释法和权利的自然法学，也超越了在法规范层面解释法和权利的实证主义
法学。它将实践聚焦、落实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这一社会实践活动，实践论构成
关于人的存在的本体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转向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哲学革命。根据
实践的观点去探求法律阶层化解释的基础，既要求寻找其客观依据，也要求说明其
主观目的，说到底，是通过诠释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其一，在人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尚未达到对法律的需要时，不可能有权利义务
等基本法律概念的分化，正像马克思所说：“在氏族制度内部，还没有权利和义务的
分别；参与公共事务，实行血族复仇或为此接受赎罪，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问
题，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种问题正如吃饭、睡觉、打
猎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一样荒谬。”①

其二，在社会的经济结构没有发展到比较复杂、精致的程度时，它对法律的要求
也相对简单，不存在二阶性诠释的必要，正如马克思所说：“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
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②

其三，在社会的经济结构发展到比较复杂、精致的程度的情况下，法律调整对
象趋于复杂化，法律调整的目标需要精细化，这必然最终体现在对一种更为复杂、

精致的法律观理论的要求。法律上一系列二阶元素的构造，是对这一要求的理论回
应，同时也是法律理论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对复杂经济结构的理性把握、规范、引导
和塑造。因而这是一个理性诠释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为法律实践问题的解释和解决
提供回旋的空间和有力的概念框架。

以权利和权力为中枢的基本法律概念，不仅诠释了现代法理学关于法概念、法
体系、法秩序的二阶层构造，而且涵盖了所有治理的微观机制基础。“诠释”的观念
消解了反映与建构、描述与规范之间的僵硬对立，它一方面力求理解或符合法律实
践，另一方面力图有助于改进或推动法律实践。归根到底，实践构成一切理解和解
释活动的本体论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的卓越之处 “正在于从 ‘经济—政治维度＇
出发，开辟出理解和解释理论一切文本的新通道，而正是这一维度构成了此在在世
的根本内涵。”③以实践为基础构建的权利—权力关系原理，或可为法学理论中一些
疑难问题的解释或解决带来启发。

〔责任编辑：刘　鹏〕

·５３１·

基本法律概念的构建与诠释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７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６４页。
俞吾金：《实践与自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９８页。



（３）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Ｙｕｅ　Ｊｉｎｇｌｕｎ　ａｎｄ　Ｆａｎ　Ｘｉｎ·９２·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Ｃｈｉｎａ＇ｓ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ｈａｓ　ｗｏｒｓｅｎｅｄ，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ｗａｙ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　１９４９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ｈａｓ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ｎｃｅ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１９ｔｈＣＰ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Ｔｏ　ｃｏｐ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ａｍｉ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ｅｔｃ．，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ｇａｉｎ　ａ　ｒｅｎｅｗｅ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ｂｅｔｔｅｒｍｅｎ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４）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ｕ　Ｙａｎｇ·１１２·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ｒｉｇｈｔ，ｄｕｔｙ，ｎｏ－ｒｉｇｈｔ，ｎｏｄｕｔｙ，

ｐｏｗｅｒ，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ｎｏ　ｐｏｗｅｒ，ｎｏ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ｏ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Ｈｏｈｆｅｌｄ＇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ｇａｐｓ　ｉｎ　Ｈｏｈｆｅｌｄ＇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ｎ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ａｗ．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ｅｇ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ｎｏｒｍ，ｌｅｇａｌ　ｎｏｒｍｓ，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ｇｒｏｕｐｓ，ｃａｎ　ｂ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ｓ　ｔｗｏ　ｓｅｔｓ　ｏｆ　ｒｕｌｅｓ．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ａｎ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ｒｅｉｎ　ｃａｎ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ｌａｙｓ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ｅｒｍｓ，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ｈａｖｅ　ａ　ｎｅｓｔ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ｉｔ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ｍ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ｓ；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ａｍｏｕｎｔ，ｉｔ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ｌｏｇｉｃ，ｉｔ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Ａｓ　ｔｈｅ　ｆｕｌｃｒｕｍ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ｔｈｅ　ｔｗｏｆｏｌｄ　ｒｉｇｈｔ／
·６０２·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９期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ａｗ，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ｒ　ｌｅｇａｌ　ｏｒｄｅｒ．Ｉ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ｅｓ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ｉｔ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ｍｉｃ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ｈａｒｅｄ　ｂｙ　ａｌｌ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５）Ａ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Ｙａｎｇ　Ｄｅｎｇｆｅｎｇ·１３６·

Ａｓ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ｆａｌ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ｈａｖｅ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ｖｉｚ．，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ｌａｗ＂ａｎｄ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ｉｎｇ　ａｇｉｖｅ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ｇ
ｂｏｄｙ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ｎ　ｅｓｓｅｎｃｅ，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ｉｓ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ｓｕ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ａｗ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ａ　ｎｅｗ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ｂｅｌｏ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ｉ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
Ａｓ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ｌａｉｄ　ｄ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ｏ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ｗ－ｂａｓ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ｉｔ　ｍａｙ　ｎｏｔ　ｏｖｅｒｓｔｅｐ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６）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Ｆｒｏｍ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Ｈｕ　Ｑｕａｎ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Ｇｕａｎ　Ａｉｈｅ·１５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ｏｏｋ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ｗａｓ　ａ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　ｗｉｔｈ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ｂ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ｆｌｏｗ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ｏｗｎ

ｔｏ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ｓａｇ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　ｎｅｗ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ｓｔｙｌｅ　ｔｈａｔ　ｍｉｘｅ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ｙｌｅ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ｙｌｅ，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ｐａ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７０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